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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明清契约文书研究综述 

及契约文书研究思路探索 

倪毅 

(浙江省博物馆，浙江  杭州 310007) 

【摘 要】自 20世纪 80 年代以来，明清土地契约文书越来越被学者所关注，逐渐成为显学，其中以傅衣凌、杨

国桢等为代表。当时他们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徽州、福建等地的契约文书上，浙江的契约文书仅被零星提到。随着研

究的不断深入，一批浙江地方契约文书的专辑、图录及相关论述纷纷面世。浙江省博物馆藏有大量的契约文书，目

前正在整理当中。通过对近年来浙江明清契约文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情况的梳理回顾，以期为将来进一步研究提

供参考与借鉴。并认为对形式与内容的解读、个案与总体的融合、比较与多元的整合，是研究契约文书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浙江；明清契约文书；研究综述；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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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研究中，契约文书作为个案资料的典型代表越来越受到学者重视。各地契约文书的大量发现，使契约学渐成显学。

目前考古所知最早的契约文书是在出土汉简中发现的西汉契约文书及后汉时期的买墓券。隋唐至宋元时期的契约文书也相继有

所发现，如“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 200 余件契约原件
［1］(13)

，“敦煌唐、北宋契约”有 127 件
［1］(16)

。宋元时期的契约文书，目

前发现的数量不多，以泉州和徽州为主。而存留至今数量最多的当属明清契约文书。 

对契约文书的系统整理源于清末民初，应民商事立法和裁判需要，当时政府对我国固有民商事习惯进行了全国性的大规模

调查。1930 年，南京国民政府编辑《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对民事习惯中的契约文书做了详尽的调查与分类整理。20 世纪

二三十年代，经济史学家陈翰笙、冯和法、傅衣凌等开始注意对明清契约文书的搜集和研究。尤其是傅衣凌先生对契约文书的

搜集与研究成果显著，他利用在福建永安县发现的百余件明清土地契约文书进行整理研究，于 1944年撰写了《福建佃农经济史

丛考》。此后，徽州文书的大量发现丰富了明清契约文书的数量与内容。同时，福建、广东和四川等地，也相继发现了大量明清

契约文书。此外，贵州清水江文书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者重视。海外学者中，日本学者很早就开始了对清代土地契约文书的研

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有 3000件左右清代文书，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契约文书研究会进行系统研究。 

关于契约文书研究的综述，2007年任吉东撰写了《近代中国契约文书及其研究》
［2］

，着重介绍了徽州契约文书、四川盐业文

书、上海房地契约文书、广东土地契约文书、京津地区契约文书，等等。2011 年，吴丽平撰有《明清契约文书的搜集和整理综

述》
［3］

一文，强调了各地契约文书的搜集情况以及相关研究论著。然而，两篇文章都没有提到浙江地区的契约文书研究情况。近

年来，浙江契约文书的搜集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本文试图将近期浙江契约文书的整理情况和研究成果做一简单的梳理和概述。 

一、浙江明清契约文书的搜集和整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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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杨国桢在《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一书中介绍，江浙土地契约大宗分藏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浙江省博物

馆
［4］(4)

；岸本美绪提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清代契约文书“所属时期从康熙年间至清末，包含有以江苏为中心的多个

地区的文书”
［5］
，其中 159件嘉兴怀氏文书属于浙江地区。此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档案刑科题本中，有不少浙江契约

录存
［4］(201)

。近几年，随着对契约文书研究的升温，许多学术机构和私人藏家越来越重视对契约文书的搜集和整理。就契约文书

的现存状况来说，浙江契约文书在省内各县市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高校等科研单位和私人藏家都有所收藏。本部分主要

介绍近年来已整理出版的各类资料汇编及相关论述。 

(一)田野调查成果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近年来，学者们通过田野调查，对契约文书进行搜集和研究工作，成果显著，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是对黄岩诉讼档案的调查以及松阳石仓契约的搜集整理。前者是在学者已获得档案的基础上重返旧地进行调查研究，

后者则是在松阳石仓考察当地古建筑时意外发现大量契约文书。 

1．黄岩诉讼档案 

2000 年 7 月，因台风摧毁了一些老旧房屋，台州黄岩意外发现了一批清朝后期的官府档案，主要是关于诉讼方面的状纸。

这批档案后被送到北京交给田涛等人加以整理，并由第一历史档案馆修复，共计 100 余宗，均为黄岩县受理的民间诉讼文书。

经整理研究并实地调查后，2004年，田涛等主编的《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上、下两卷)出版。上卷收录了从 1874到 1889

年间的 78件清末黄岩诉讼档案，反映的是司法制度与民事习惯的沿革变化；下卷为黄岩调查报告，记录了在黄岩对应性调查的

情况。根据历史档案进行对应调查，是黄岩诉讼档案研究的最大特点。通过对应性调查，一方面寻访当年诉讼的标的物留存和

当事人的后裔，与档案材料比对，直观感受案件发生地的地理人文环境；另一方面采集当地民间如今使用的各种契据文书和调

解记录，观察今人如何解决纠纷，以考察百年来民间习惯的变迁沿革。这对研究历史及当今民间习惯法都有意义，同时也为文

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2．石仓契约 

石仓是浙江松阳的古村落。从 2007 年开始，曹树基教授的研究团队在松阳石仓搜集到大约 8000 件清代以来的土地买卖契

约、税单以及数百种乡村文献。石仓契约计划分 4 辑出版，目前已出版了第一、二辑。就目前情况看，石仓契约可能是一个集

中的村落群中保存最为齐备且记载最清晰的契约文书。不仅同一块土地的数次买卖契约保存完整，且相当一部分目前仍能找到

所标识的田地或山场。以石仓契约为研究对象，曹树基等人撰写了一批社会经济史方面的论文。如《“残缺产权”之转让:石仓

“退契”(1728－1949)》
［6］

从契约类型出发，研究了浙南乡村所谓“退”的交易行为，为重新理解及重新界定传统乡村的产权制

度提供了新的认识框架与解释模型；《石仓税率的演变(1772－1952)》
［7］

从契约内容出发，研究了从 18 世纪后半叶至 20 世纪中

叶石仓农业税率演变的全过程；《公共性的寻求--清代石仓契约汇总的会社组织》
［8］

从社会学角度入手，利用石仓契约和会簿文

书对石仓会社在土地市场中的经济活动予以分析，并讨论了会社组织的社会特性。这些研究让我们对清代石仓的社会经济情况

有了更深入、细致的动态认识。 

(二)档案馆收藏 

2007年，绍兴县档案局编写了《绍兴县馆藏契约档案选集》，精选清初至民国时期的契约档案 230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绍

兴社会经济的演变历程；2008年，宁波市档案馆编写了《清代宁波契约文书辑校》，收录了清代宁波的契约文书 415份，主要以

卖田契和卖地契为主；同年，长兴县档案局编写了《长兴契约图鉴·清代民国》，共收录清末、民国期间长兴民间各类契约 100

余份；龙泉市档案馆藏的龙泉司法档案是目前发现的民国时期保存较完整的地方司法档案，从晚清至民国时期，共计 17333 个

卷宗，88万余页；2012 年 8月，浙江大学地方文书编撰与研究中心编撰的《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一辑(晚清时期)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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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了 29个晚清档案。 

(三)私人藏家的搜集 

藏书家田涛先生珍藏了大量契约文书，他精选了 950件汇编而成《田藏契约文书萃编》，其中收录了 5件清代浙江契约。 

浙江藏家中，收藏契约文书的也不在少数。仅就已整理出版的而言，宁波藏家张介人收藏契约文书十多年，2011 年出版了

《清代浙东契约文书辑选》，收录浙东契约 340 份；萧山藏家申屠剑勇搜集的萧绍文书上起明崇祯年间，下至 1955 年，达 5000

余件；2012 年 5 月，在萧山博物馆“白纸黑字--吴越历史文书博物馆藏品展”上，从 5000 多件藏品中遴选出了 80 余件，内容

涉及交易租佃文书、政府文书、司法文书、教育文书，等等；银帝集团创办的民间博物馆--银帝博物馆多年来致力于明清民国

契约文书收藏，目前已收藏契约文书千余件；2012 年 8 月，在跨湖桥遗址博物馆举办的“纸上民生--银帝博物馆藏元明清民国

契约文书精粹展”上，展出了百余件契约文书，其中大部分为浙江地区的契约。 

(四)博物馆收藏 

据笔者了解，浙江省内各家博物馆如中国财税博物馆、湖州博物馆、嘉兴博物馆等均藏有契约文书，因尚未整理出版，数

量不详。浙江省内各博物馆中，收藏契约文书数量最多的应该是浙江省博物馆。 

浙江省博物馆藏契约文书在 20 世纪 50 年代由征集所得。1973 年，杨国桢先生在浙江省博物馆查阅了少部分契约，这成为

清代浙江土地所有权问题中“一田二主”的主要证据。据初步统计，浙江省博物馆藏契约文书总数达万余件，其中已编号的 9000

余件；此外还有千余件太平天国时期的文书。 

这批文书时间跨度为明清至民国时期，较早的有万历年间遂安汪氏宗祠的合同，稍晚的有民国年间天香楼开创者孟永泰与

房客签订的租屋合同，再晚则有解放初年天香楼房捐交纳证等。从地域上看，除浙江的外，还有少量江苏、安徽、湖南、江西

的契约文书。浙江文书中，又以遂安、东阳、金华以及萧绍地区的文书数量较多。从内容上看，契约文书的种类相当丰富。最

大宗的为涉及经济关系的租佃买卖契约以及由此产生的除票、推付等，涉及税赋的各类各时期的纳捐执照也有相当数量。以买

卖契约而言，又因不同标的物、不同买卖典押租赁行为等分为五花八门的契约种类。如道光二十五年(1845)十二月浦江县吴自

振立杜绝卖民山契、乾隆五十四年(1789)雷可兴典当牛猪契、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桐庐县皇甫祥立拼樟木白契等。此外，

还有政府文书、司法文书、教育文书以及婚嫁文书等。从法律效力的角度划分，除具官府钤印的“红契”与契尾外，数量更多

的是乡民自行签订的“白契”。 

目前，浙江省博物馆藏契约文书正在进行整理研究，计划分批出版。这是十分宝贵的资源，将为推进浙江区域史的研究提

供更为丰富的史料。 

二、契约文书研究思路探索 

国内外学者对于契约文书的研究，已经取得显著成果。其研究成果已经体现在经济史、法制史、社会史等方面。经济史学

界主要从剖析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并着眼于契约文书中的田地价格、租额等方面内容探讨区域社会经济状态。杨国桢基于“土

地契约文书是土地权利关系的法律文书”这一认识，将土地所有权史研究与乡村经济史研究相结合，成为契约文书研究的重要

领域和方法。在《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中，他探讨了明清农村社会的土地关系和契约关系，以及透过土地契约文书反映出

来的土地所有权内部结构及其历史运动，揭示了明清社会演变的底蕴。在法制史方面，则是通过契约文书研究区域社会的民事

法律秩序，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显著成果，如滋贺秀三对民事审判样式的研究，寺田浩明对民间秩序的成立过程及

其与司法审判之间联系的研究，岸本美绪对民事法秩序社会背景的研究，等等。此后，黄宗智、梁治平等学者在民事法秩序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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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国家社会关系。黄宗智通过对清代四川巴县、顺天府宝坻县、台湾淡水新竹三地官府档案文书的分类研究，

强调民间社区调解与官方衙门裁判的差异与对立，认为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模式中存在着“第三领域”
［9］
。同样是通过对契约文

书中中人制度以及分家文书等具体案例的分析，梁治平探讨了清代习惯法在乡村社会中的作用
［10］

。除此之外，学者们还利用契

约文书对明清妇女、会社等问题开展相关研究。 

近年来，浙江契约文书的搜集在数量上已达到一定水平，全省各地都有所涉及。但相对应的研究水平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目前已取得显著成果的主要是石仓契约以及黄岩、龙泉司法档案研究。这几项研究的文书资料都具备系统性、完整性、关联性

和延续性的特点。相对而言，其他已出版的契约文书大多仍停留在资料整理的层面。由此我们发现，在契约文书研究上，契约

的搜集和整理需要有一定的针对性。对历史研究而言，零星、无关联的文书，其价值是有限的，并且容易导致研究陷入“碎化”。

面对数量巨大的文书资料，如何开拓研究思路、合理利用、分析研究，是学者们更为关注的问题。在此谈点个人看法。 

(一)形式与内容的解读 

作为非传统史料，契约文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与其他文献资料不同，契约文书既是历史文献，又是历史文物。与所记录

的内容相同，文书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与传统文献不同的是，对契约文书这类新史料的解读不仅包括内容的解读，也

包括形式的解读。就形式而言，鉴于文书具备的文物特性，文书本身所反映出的信息不容忽视。纸质、字体、笔触、戳印等都

是重要的信息点。当然，这一切研究的前提是要对契约文书进行甄别辨伪，这是所有研究工作的基础。当前，个别学者在努力

对为数不多的古代契约文书做抢救性搜集研究工作，但受不良风气影响，在利益驱动下，各地文物造假成风。纸质类的契约文

书造假成本低，更易作伪。所以，研究者首先要对研究对象进行辨伪。只有在对真实可靠契约文书研究基础上所得出的结论才

具有历史意义，否则就是荒谬的。 

在内容研究上，曹树基以石仓账簿为例，提出了“在地”与“有机”的民间文书分析模式。所谓“在地”，指不脱离地方情

境，将所有资料融入地方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历史变迁中；“有机”则指在同一家户或同一村落的相关家户之间进行账簿的匹配与

呼应。在此模式上，他建立了石仓契约的分类目录检索系统，从而为契约文书的整理研究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模式。当然，这种

做法的前提是文书资料本身具备完整性、系统性与相关性。尽管目前发现的契约文书数量巨大，但大多数文书本身存在着一种

缺陷，即内容零散孤立，配套资料不足。对于这些文书而言，更可行的研究方法是将新发现的文书资料与旧有的文献资料相结

合进行研究。正如孟彦弘在谈吴简研究时提到的:“无论对新史料作历史学的研究还是作文献学的研究，也不论是补史还是证事，

都存在一个新史料与传统文献相比对的问题。一般说来，新史料都是支离的，提供的是细节，具有很高的原始性和可信性，但

如果不将其放到我们已知的史实中，不使用传世的系统的文献与之比对，我们对新史料的理解和认识会大加折扣，有时甚至无

法认识和理解，更不要说利用这些新史料来研究历史。”
［11］

 

(二)个案与总体的融合 

契约文书往往体现的是非常细微的历史行为，如一村内的田屋买卖、一户内的分产分业，等等。鉴于此，契约文书常常作

为个案研究的重要材料。关于个案研究，社会史学者提倡“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通过若干典型个案得出某种类型学范式，

或是通过微观阐释得出某种宏大景观结论。这是社会史研究的理想模式。但这么做的基础是必须将“小”做透做精，一味求“见

大”往往会使研究空洞。因为对于契约文书而言，可以采用“以小见小”的微观历史研究方法，就事论事，以小见小，通过契

约文书还原特定时段、特定区域的微观历史。这种特定时段可以是某一年某一月乃至某一天，特定区域可以是乡村或宗族。历

史不仅仅是留名青史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组成的，它远比史书记载的更为丰富生动。社会的发展并不具备偶然性，而许多不为

人注意的微观历史事件之间往往存在着某种关联，这种关联也许恰恰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因素。进行微观历史研究时，应始终

持有总体史的眼光，从而避免研究的“碎化”，“倘若一部微观史写得好的话，它应该是一部有着自身深厚内蕴的研究，同时也

会揭示出与在它之外的其他进程的事件的关联”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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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较与多元的整合 

契约文书虽然数量众多，但是往往存在雷同性，许多契约格式内容大致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将比较研究作为一个切

入点。尤其是各地契约文书搜集数量和种类的不断增加，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行性。不同地区之间的对比、同地区不同时段的

类比等，是研究各地契约制度以及区域历史的重要方式。 

与此同时，多元的跨学科研究范围可进一步扩大。跨学科研究是近来科学方法讨论的热点之一，通过超越以往分门别类的

研究方式，实现对问题的整合性研究。在既有研究中，学者们借助社会学、法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对契约文书进行研

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浙江省博物馆王屹峰撰写的《文澜阁的琉璃砖瓦及其产地--以古文书等相关依据为主的讨论》
［13］

，将历

史建筑物质文化遗存与契约文书交互考证，讨论了文澜阁琉璃砖瓦的制作烧造来源。这是将古文物的艺术史研究、历史文献考

证以及田野调查结合起来进行整合性研究的重要尝试。面对内容如此丰富的契约文书，我们可以思考并尝试从不同的理论层次、

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来深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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